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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中国土地市场网 ２７７ 个地级市土地市场交易数

据测算城市土地资源配置指标， 同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制造业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进而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视角探讨制造业出口价值攀升的

推进机制。 研究发现， 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存在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配倾

向， 这种反向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弱化集聚经济效应以及加剧企业要

素配置扭曲等机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进一步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

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进一步强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

抑制效应； 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

征， 依赖于企业贸易类型、 所有制类型、 所在地区及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 上述结

论表明， 进一步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当前阶段保持制造业快速增长、 推进出口产

品附加值稳步提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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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加入 ＷＴＯ 以来， 中国依靠劳动力、 土地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积极融入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 不仅促进了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 同时也带动了制造业集

聚规模和增长速度的快速提升 （张杰等， ２０１３［１］；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２］）。 根据发

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经验， 制造业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的不断提高也相应伴随着产品

附加值的稳步提升。 然而现实经济实践和现有研究均指出， 中国制造业整体附加值

依然偏低， 正面临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的巨大瓶颈 （刘斌等， ２０１６） ［３］。 中国制

造业发展一直存在着 “制造业快速扩张与出口附加值低端锁定长期并存” 的现实

困境。 土地作为制造业生产中必需的要素投入和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重要工

具， 其配置方式和利用效率势必会影响到制造业产业模式及其生产经营行为，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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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 ＤＶＡＲ） 产生重要影响。
从城市土地资源配置视角探讨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攀升的作用机制， 可为 “制
造业快速扩张与出口附加值低端锁定长期并存” 的现实困境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并由此探寻破解制造业出口产品低附加值困境， 进而推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附加值

环节攀升的可行路径。
在中国， 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 结构及数量起着决定性作用。 受政治晋

升和财政最大化驱动， 地方政府彼此之间存在着竞相扩大工业用地出让规模和降低

工业用地实际出让价格的竞争 （杨其静等， ２０１４） ［４］， 使得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大大

低于商服用地和住宅用地 （谭洪波， ２０１５） ［５］。 大量城市建设用地被配置于工业领

域且价格被严重低估， 造成众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为追逐 “地租优惠”
而非市场效率在城市集聚， 土地配置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自身利益而非

市场力量的左右。 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土地自身的利用效率， 更会影响与其密切联系

的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劳动、 资本等要素的配置状况， 并最终对制造业生产率

和出口行为及其价值链各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产生影响。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

下， 研究和识别土地资源配置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作用机制， 对于化解土地资

源错配、 提升制造业出口竞争优势和贸易收益， 进而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文献主要从制造业服务化 （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６］、 市场分割 （吕越等，

２０１８） ［７］、 外商直接投资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８］、 国家内部行业结构 （李胜

旗和毛其淋， ２０１７） ［９］、 要素市场变化 （高翔等， ２０１８） ［１０］、 贸易自由化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９［１１］ ）、 政府补贴 （许家云和徐莹莹， ２０１９） ［１２］

等方面来阐述如何提升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

升， 但尚未有文献注意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 本文将在系统识别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用机

制的基础上， 使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
２７７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及中国土地市场网公布的城市土地交易数据分析土地资源

错配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路径及实现机制。
与现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首先， 聚焦制造业快速发展背后的土

地资源配置因素， 从企业成本变化、 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集聚效应以及企业要素配

置扭曲程度等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机制，
为理解制造业出口产品低附加值困境的制度根源和深层次原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

角； 其次， 本文采用网络爬虫技术从中国土地市场网①收集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全国

２７７ 个地级市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实际交易数据， 结合生产函数法对

城市建设用地错配程度进行度量； 其三， 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是地方政府干预土

地市场、 导致土地资源错配， 进而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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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进一步对这两类导致土地资源错配的深层次体制性原因进行了直接探讨； 最后，
从企业贸易类型、 所有制类型、 所在地区以及城市规模等多维度进一步拓展研究了

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效应。

一、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单纯的出口规模已经难以准确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出口竞争

优势和贸易利得， 而企业从出口中获取产品附加值的能力和大小则可作为衡量该国

或地区制造业价值链增值水平及其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准 （Ｋｅｅ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本文将在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 （２０１５） ［１３］、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综合框架的基础上， 构建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决定模型， 进而依据该模型梳理土地资

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作用机制， 为后文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借鉴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 （２０１５）， 假设企业 ｊ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生产和交易， 且企业 ｊ 生

产需要投入劳动力 （ｌ）、 资本 （ｋ）、 土地 （Ｇ） 和中间品 （Ｍ） 四类要素。 代表性企

业 ｊ 的生产函数可设定为： Ｑｊ ＝ Ａｊ ｌαｊ ｋβｊ Ｇη
ｊ Ｍγ

ｊ ， 其中， Ａｊ为希克斯中性的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 α、 β 和 η 分别表示劳动力、 资本和土地的产出弹性， γ 度量了中间投入在生

产中的重要性程度， 且满足 α＋β＋η＋γ ＝ １。 本文根据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 （２０１５） 的研究， 假

定劳动力 （ｌ）、 资本 （ｋ） 和土地 （Ｇ） 预先给定， 并通过确定均衡状态下中间品的

数量组合来实现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 中间品数量 Ｍｊ由国内中间品数量 （ＭｊＤ）

和国外中间品数量 （ＭｊＦ） 组合而成。 即： Ｍｊ ＝ φｊＭｊＤ( )
θ－１
θ ＋ Ｍ

θ－１
θ

ｊＦ[ ]
θ

θ－１ ， 其中， φｊ为

国内中间品的效率参数， 且 φｊ＞０； 由于国外中间品效率参数取决于国外厂商的技

术水平， 可视为外生。 为不失一般性， 本文将国外进口中间品效率参数设定为 １；
θ 为中间品的替代弹性， 且 θ ＞ １。 根据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国内中间品数量

（Ｍ ｊＤ） 和国外中间品数量 （Ｍ ｊＦ） 可看作不同种类国内中间品和国外中间品的 ＣＥＳ

组合， 即： Ｍ ｊＤ ＝ ∑
ＩＤ

ｉ ＝ １
ｍ

λ－１
λ

ｊ，ｉＤ[ ]
λ

λ－１， Ｍ ｊＦ ＝ ∑
ＩＦ

ｉ ＝ １
ｍ

λ－１
λ

ｊ，ｉＦ[ ]
λ

λ－１ ， 其中 ＩＤ、 ＩＦ分别为企业 ｊ 可获

得的国内和国外中间品的数量； λ 为中间品替代弹性， 且 λ＞１。 若国内外中间品价

格分别为 Ｐ ｊＤ、 Ｐ ｊＦ， 则复合中间品 Ｍ ｊ 的有效价格可通过求解成本最小化问题得

到。 即：

Ｐ ｊＭ ＝ Ｐ ｊＤ ／ φｊ( ) １－θ ＋ Ｐ１－θ
ｊＦ[ ]

１
１－θ （１）

相应地， 国内中间品和国外进口中间品价格则可表示为 Ｐ ｊＤ ＝ ∑
ＩＤ

ｉ ＝ １
ｐ１－λ
ｊ，ｉＤ[ ]

１
１－λ 和

Ｐ ｊＦ ＝ ∑
ＩＦ

ｉ ＝ １
ｐ１－λ
ｊ，ｉＦ[ ]

１
１－λ ， 其中， ｐ ｊ，ｉＤ和 ｐ ｊ，ｉＦ分别表示每种国内中间品 ｉ 和国外进口中间品

ｉ 的价格。 可见， 国内外进口中间品价格均会随中间品种类的增加而减少， 中间品

价格是中间品种类的递减函数， 即
􀆟Ｐ ｊＤ

􀆟ＩＤ
＜ ０；

􀆟Ｐ ｊＦ

􀆟ＩＦ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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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研究中，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ＶＡＲ） 取决于国

外进口中间品成本在总产出中的比重， 即：

ＤＶＡＲ ｊ ＝ １ －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Ｑ ｊ

＋ ϕｉ （２）

其中， Ｐ ｊ为企业 ｊ 最终产品价格， ϕｉ为经典回归中的误差项， 用以捕捉不可观

测项
δＦｊ

ＥＸＰ ｊ
。 若 Ｃ ｊ表示企业 ｊ 生产最终产品 Ｑ 的总成本， 则国外进口中间品成本占

总产出的份额可表示为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Ｑ ｊ

＝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ＭＭ ｊ

Ｐ ｊＭＭ ｊ

Ｃ ｊ

Ｃ ｊ

Ｐ ｊＱ ｊ
， 其中，

Ｐ ｊＭＭ ｊ

Ｃ ｊ
为中间品成本在总

成本中的份额， 即
Ｐ ｊＭＭ ｊ

Ｃ ｊ

＝ γ ；
Ｃ ｊ

Ｐ ｊＱ ｊ
为企业平均成本， 记为 ｃｊ。 在中国劳动力和资本

市场广泛存在政府干预情况下， 要素成本往往被人为压低以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空

间。 王宁和史晋川 （２０１５） ［１４］指出， 中国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均存在实际要素价

格低于其边际收益的负向扭曲问题。 谭洪波 （２０１５） 和李力行等 （２０１６） ［１５］ 也指

出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除存在于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外， 还存在于土地市

场； 地方政府以低地价或零地价来招商引资的做法， 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
因而在中国要素市场中， 人为干预下的要素成本在总收益中的份额 ｃ′ｊ 要小于有效

市场的企业平均成本 ｃｊ。 若要素市场扭曲产生的 “扭曲租” 以 μ 表示， 竞争市场中

的有效成本 ｃｊ 与存在干预下的企业实际要素平均成本 ｃ′ｊ 间的关系便可表示为

ｃｊ（１ － μ ｊ） ＝ ｃ′ｊ 。 则有：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Ｑ ｊ

＝
γｃ′ｊ

（１ － μ ｊ）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ＭＭ ｊ
（３）

在给定劳动力和资本情况下， 企业通过选择国内中间品和国外进口中间品的不同组

合来实现成本最小化， 即： ｍｉｎ
ＭｊＤ， ＭｊＦ

ＰｊＤＭｊＤ ＋ ＰｊＦＭｊＦ ， ｓ􀆰 ｔ􀆰Ｍｊ ＝ φｊＭｊＤ( )
θ－１
θ ＋ Ｍ

θ－１
θ

ｊＦ[ ]
θ

θ－１。 进

而可得到国外进口中间品成本占中间品总成本比重为：
Ｐ ｊＦＭ ｊＦ

Ｐ ｊＭＭ ｊ

＝ １
１ ＋ Ｐ ｊＦφｊ ／ Ｐ ｊＤ( ) θ－１ （４）

结合式 （２）、 式 （３） 和式 （４） 可得到企业 ｊ 的出口 ＤＶＡＲ 决定函数为：

ＤＶＡＲ ｊ ＝ １ －
γｃ′ｊ

１ － μ ｊ( )

１
１ ＋ Ｐ ｊＦφｊ ／ Ｐ ｊＤ( ) θ－１

＋ ϕｉ （５）

式 （５） 意味着，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土地要素价格偏低会促使企业更多使用

该类要素进行生产和出口， 由此获得低成本优势和高额出口收益， 因而土地资源错

配可通过降低企业平均成本， 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促进作用。 基于此， 本文提

出如下研究假说。

１２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经贸论坛



假说 Ｈ１： 土地资源错配能够通过降低企业实际平均成本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与此同时， 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越多， 国内中间品价格就越低 （即

相对价格 Ｐ ｊＦ ／ Ｐ ｊＤ越高）， 则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就越高①； 国内中间品效率越高， 则企

业出口 ＤＶＡＲ 也越高；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大， 则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就越低。 因而，
国内中间品效率 （ϕ ｊ）、 国内中间品价格 （Ｐ ｊＤ） 或国内中间品种类 （ ＩＤ） 以及要

素市场扭曲程度 （μ） 也可成为连接城市层面土地资源错配和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

纽带。
首先， 土地资源错配会通过弱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降低和减少企业国内中间

品效率和种类。 工业偏向性的 “土地价格歧视” 极大地降低了工业企业生产成本，
使工业企业在低价工业用地中获得比服务业更多的 “扭曲租”， 进而导致大量低效

率工业企业更多因 “地租优惠” 而非纯粹市场效率而进入辖区投资 （李勇刚和罗

海艳， ２０１７） ［１６］， 不利于企业创新技术的研发、 推广和应用。 李力行等 （２０１６） 指

出， 多数城市为吸引流动性强的资本要素， 往往以低地价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

行招商引资。 如果产业政策偏离城市竞争优势和市场效率， 那么低效率企业更可能

因为低地价选择进入城市， 不属于重点招商企业的高效率企业却因较高地价无法进

入， 这也会对辖区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形成弱化作用。 此外， 如果工业企业在政府干

预下获得了大量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并使得其生产成本明显降低， 那么企业创新的

积极性可能会因此降低， 并会将更多富余资金用于雇佣大量劳动力和追加资本投

资， 从而以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来替代风险更高、 收益期限更长的创新投入，
降低企业技术进步水平。 因而土地资源错配还能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 “挤出效

应”。 而企业技术创新受到抑制， 直接结果便是不利于国内中间品使用效率提升，
进而降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不仅如此，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还可通

过减少国内中间品种类降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一是国内中间品厂商技术创新能力不

足会直接降低中间品新品种的研发能力， 减少中间品种类； 二是出口商技术创新能

力低下将不利于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 从而减少对国内中间品的需求， 降低上游产

业国内中间品品种的供给和质量， 进而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不利影响。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Ｈ２： 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技术进步降低和减少企

业国内中间品效率和种类， 进而阻碍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
其次， 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集聚效应的有效发挥降低和减少国内中间品效率

和种类。 一般而言， 在没有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的条件下， 企业会在市场力量的作用

下依据效率原则选择最优的区位集聚。 这样的产业集聚更注重企业间的内在关联性

及企业行为与当地比较优势的匹配性， 因而能够有效发挥集聚的经济外部性。 根据

集聚经济理论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６１） ［１７］， 企业集聚可产生三方面的经济外部性： 劳动

力 “蓄水池” 效应， 中间投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 劳动力 “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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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国外进口中间品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 因而可看作外生给定。



效应可通过提高劳动者与工作岗位间的匹配效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提升厂商对

中间品的使用效率， 从而直接提升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中间投入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助

于降低国内中间品价格， 提升中间品种类、 数量和质量， 促使制造业企业间共享国

内中间品市场， 更多使用国内中间品进行生产和出口， 从而提高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技术外溢效应则有助于提升中间品厂商生产效率和出口企业对中间品的使用效率，
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升中间品种类和数量①， 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国外进口中间

品价格， 促进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 然而， 在政治晋升和财政最大化激励下， 大

量企业为获得 “土地优惠” 而非市场效率不断向辖区集聚。 由于并未遵循市场规

律， 这种通过土地政策优惠诱导形成的企业 “扎堆式” 集聚虽然能够短期推动经

济快速增长和税收收入快速提高， 但却难以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

（师博和沈坤荣， ２０１３） ［１８］， 不仅使产业集聚应有的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效应随之

降低， 而且造成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曲福田等， ２００５） ［１９］， 进一步

降低了各地区产业的分工效率和集聚效应， 抑制了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 由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Ｈ３： 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企业集聚效应的发挥， 降低国内中间品效率

和种类， 进而阻碍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最后， 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企业要素配置状况， 进而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

生影响。 根据最优化原则， 土地资源应同其他要素一起被合理配置于各个产业， 以

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要素配比合理有效， 最大程度提升制造业产品附加值。 由

于土地与劳动力、 资本之间存在极强的互补性， 土地资源错配也使得大量劳动力和

资本流入工业领域， 使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也具有明显的工业偏向性 （李力行等，
２０１６）。 其一， 土地市场扭曲使工业企业以较低成本获得大规模工业用地， 变相提

升了工业企业盈利空间， 致使大量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在逐利动机下 “蜂拥” 进

入工业领域， 最终导致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明显低于其边际收益， 要素市场出现扭

曲。 其二， 低价大规模出让工业用地还可使工业企业易于凭借这些土地获得大量抵

押贷款， 从而降低工业融资成本， 加剧了资本市场的扭曲 （谭洪波， ２０１５）。 其

三， 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 在促进资本密集型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陆铭和欧海军， ２０１１） ［２０］， 造成劳动力市

场供求不平衡， 加剧了劳动力市场扭曲。 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扭曲则会加剧企业层面

要素配置扭曲， 并通过式 （５） 的传导机制直接降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由此， 本文

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Ｈ４： 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将加剧企业层面劳动力和资本配

置扭曲， 进而阻碍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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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供给方面来说， 技术外溢效应导致中间品厂商提高劳动生产率， 有助于增加中间品种类和数量； 从

需求方面来说， 技术外溢效应使得企业提高了中间品使用效率， 进而增加对中间品的需求， 需求规模扩大有

助于中间品生产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从而提升中间品种类和数量。



二、 计量模型、 变量测算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目的在于探讨城市层面土地资源配置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的影响。 根

据前文理论分析， 土地资源错配影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计量模型可设定为：

ｌｎＤＶＡＲ ｊｔ ＝ α０ ＋ α１ ｌｎｄｉｓｔ＿ ｓｖｔ ＋ ∑
ｍ
βｋｘｍ

ｊｔ ＋ ∑
ｎ
γｎＸｎ

ｖｔ ＋ ｕ ｊ ＋ ｕｖ ＋ ｕｔ ＋ ξ ｊｔ （６）

其中， ＤＶＡＲ ｊｔ表示企业 ｊ 在 ｔ 年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ｄｉｓｔ＿ｓｖ ｔ表示城市 ｖ 在 ｔ 年
的土地资源配置状况， ｘ 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β 为企业变量的参数估计， Ｘ 为城

市层面控制变量， γ 为城市变量的参数估计， ｍ 和 ｎ 分别为企业控制变量和城市控

制变量的个数， ｕ ｊ、 ｕｖ、 ｕｔ为企业、 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ξ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测度

１􀆰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为企业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与企

业总出口之比。 本文借鉴张杰等 （２０１３）、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以及毛其淋和许家

云 （２０１８） 的思路， 利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测算企业层面出

口 ＤＶＡＲ， 即：

　 ＤＶＡＲＵ
ｊ ＝

１ －
Ｐ ｊＦＭＰ

ｊＦ， ａｄｊ

Ｐ ｊＱＰ
ｊ

－
δＦｊ

ＥＸＰＰ
ｊ

， 　 　 　 　 　 　 　 　 　 　 　 　 　 　 　 Ｕ ＝ Ｐ

１ －
Ｐ ｊＦＭＯ

ｊＦ， ａｄｊ ＋ δＦｊ
Ｐ ｊＱＯ

ｊ

， 　 　 　 　 　 　 　 　 　 　 　 　 　 　 　 　 Ｕ ＝ Ｏ

κＯ × （１ －
Ｐ ｊＦＭＯ

ｊＦ，ａｄｊ ＋ δＦｊ
Ｐ ｊＱＯ

ｊ

） ＋ κＰ × （１ －
Ｐ ｊＦＭＰ

ｊＦ，ａｄｊ

Ｐ ｊＱＰ
ｊ

－
δＦｊ

ＥＸＰＰ
ｊ

）， Ｕ ＝ Ｍ

ì

î

í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７）

其中， Ｐ、 Ｏ、 Ｍ 分别代表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 κＯ和 κＰ分别为混

合贸易企业中一般贸易部分和加工贸易部分出口占企业总出口的比重。 本文借鉴张

杰等 （２０１３） 以及毛其淋和许家云 （２０１８） 的研究充分考虑进口中间品、 贸易代

理商以及国内中间投入的间接进口问题。 Ｐ ｊＦＭ ｊＦ， ａｄｊ 代表调整后的企业实际中间品进

口额， δＦｊ 代表国内中间品中的国外价值成分， Ｐ ｊＱ ｊ和 ＥＸＰ ｊ分别代表企业总收入和

出口。
２􀆰 土地资源错配。 本文所指的土地资源错配主要反映城市建设用地在工业领

域的低价偏向性配置所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状况。 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的边际产出法来测算土地资源错配指标。 土地资源配置状况可用工业用地边际产

出与其实际价格之比表示， 即：

ｄｉｓｔ＿ ｓ ＝
ＭＰＳ

ｒ
＝ １ ＋ τｓ （８）

其中， τｓ为土地资源错配的程度， ｒ 为城市工业用地价格， ＭＰＳ ＝ η＾ ｉＹ
—
／ Ｓ 代表城

市工业用地的边际产出， η＾ ｉ 为土地要素对城市工业增长的影响弹性， Ｙ
—

为城市工业

增加值， Ｓ 为城市工业用地面积。 若 ｄｉｓｔ＿ｓ ＝ １ 或 τｓ ＝ ０， 表示工业用地不存在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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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ｄｉｓｔ＿ｓ＞１ 或 τｓ ＞０ 表示工业用地应有价值大于实际价格 （即实际价格被低

估）， 土地资源呈现反向错配； ０＜ｄｉｓｔ＿ｓ＜１ 或－１＜τｓ＜０ 表示工业用地应有价值小于

其实际价格 （即实际价格被高估）， 土地资源呈现正向错配。 在计量模型中对式

（８） 取对数便意味着 ｌｎｄｉｓｔ＿ ｓ ＝ ｌｎ １ ＋ τｓ( ) ≈ τｓ ， 因而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便反映了土地

资源错配的影响效果。
为获取各城市土地价格信息， 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技术从中国土地市场网收集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全国 ２７７ 个地级市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交易数据。 这

些交易数据完整地报告了各城市每年各类用途土地的用地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供

地方式、 土地用途、 行业分类、 出让面积和成交价款等信息。 本文按照土地用途将

各城市每年供地方式为 “招拍挂” 的各项土地出让面积和价款进行加总， 并通过

计算成交价款和土地出让面积的比值得到城市工业用地的平均地价。
３􀆰 相关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 ①企业规模 （ ｌｎｓｉｚｅ）， 用

企业总资产来衡量； ②资本密集度 （ｌｎｃａｐ）， 以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企业年平均

员工数来表示； ③融资约束水平 （ｌｎｒｚｙｓ）， 以企业负债总额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

来表示； 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ｌｎｔｆｐ）， 由式 ｌｎｔｆｐ ＝ ｌｎ（ｙ ／ ｌ） － ｓ × ｌｎ（ｋ ／ ｌ） 来测算，
其中 ｙ 为企业工业总产值， ｋ 表示企业固定资产总额， ｌ 代表企业职工人数， ｓ 为资

本弹性系数， 本文借鉴许和连等 （２０１７） 的思路将 ｓ 设为 １ ／ ３。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劳动力数量 （Ｌ） 以市辖区城

镇单位从业人员数与城镇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 （万人） 表示。 城市资本存量 （Ｋ，
万元） 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 （ＦＤＩ， 万元） 均使用基于 ５％折旧率的永续盘算法来

计算。 城市人口规模变量 （Ｐｏｐ） 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 （万人） 表示。 城市人力资

本水平 （ＥＤＵ） 以中学及以上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 表示。 城市财政支出力度

（Ｅｇｏｖ） 以市辖区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表示。 所有货币价值数据均以 １９９８ 年为基期进

行调整。①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三套数据：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 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以及中国城市统计数据。 通过将企业层面数据和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
得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 ２７７ 个地级市 ９２ ０３６ 个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测算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原始数据来自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以

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本文遵循会计准则处理原始数据中的异常值和数据缺失问

题②。 此外， 本文借鉴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１］ 的方法对工业企业数据进行跨年份匹

配。 各贸易类型企业的实际进出口总额等各项原始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
本文参考田巍和余淼杰 （２０１３） ［２２］的做法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

库， 并利用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的方法处理了企业过度进口和过度出口的问题。

５２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经贸论坛

①
②

因篇幅所限， 详细的控制变量测算过程以及各变量统计描述量备索。
主要是删除缺失重要经济指标、 人数少于 ８ 人、 不符合会计准则、 没有识别编号、 成立时间无效或者

早于 １９４９ 年或者大于当前年份的企业。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根据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本文同时控制年份、 城市与企业固定效应， 采用面板

固定效应进行估计， 并对标准误进行聚类。 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ｄｉｓｔ＿ｓ
－０􀆰 ０２４３∗∗∗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１８７∗∗∗ －０􀆰 ０１７７∗∗∗

（－１０􀆰 ７０） （－１０􀆰 ２８） （－７􀆰 ８４） （－７􀆰 ４３）
控制变量 未控制 企业变量 城市变量 企业和城市变量

Ｎ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Ｒ２ ０􀆰 １１１３ ０􀆰 １１２８ ０􀆰 １１４８ ０􀆰 １１６２

注： 圆括号中为 ｔ 统计值；∗∗∗、∗∗、∗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所有回归均控制年份、 城市和
企业固定效应， 下同。

表 １ 第 （１） 列显示， 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土地资源错配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意味着土地资源错配可能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弱

化集聚效应， 进而降低国内中间品种类和效率， 以及通过加剧企业要素配置扭曲等

机制而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的负向影响， 超过了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而

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的正向影响。 第 （２） — （４） 列显示在分别控制企

业层面、 城市层面以及同时控制企业和城市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其中土地资源

错配依然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

链分工中获得更多贸易利益。
（二）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从更换核心变量替代指标， 考虑极端值、 外部冲击与内生性四个方面检验

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在指标变换方面， 本文分别用工业用地价格偏离度①、 协议

方式出让土地面积占总出让面积比重以及工矿仓储用地占总供地量比重作为土地资源

错配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 在考虑极端值方面， 本文依次在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双边缩

尾与双边截尾 ２􀆰 ５％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 在考虑外部冲击方面， 本文在基准模型

中引入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年份虚拟变量及其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项进行计量检验。
在考虑内生性方面， 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和系

统广义矩估计法 （ＧＭＭ） 对模型进行估计。 工具变量选择方面， 本文使用滞后二期

的土地资源配置指标、 城市平均地形坡度和平均海拔作为土地资源错配的工具变量。
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 土地资源错配的参数估计均显著为负， 与基准回归结果相

比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从而印证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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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工业用地价格偏离度＝ （城市年均商服用地价格－城市年均工业用地价格） ／ 城市年均商服用地价格。
限于篇幅， 详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四、 机制检验

为深入论证土地资源错配影响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作用机制， 本文首先使用

并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企业平均成本 （ ｌｎｃ′ ）、 企业层面劳

动力配置扭曲 （ｌｎｄｉｓｔ＿ｌ） 和资本配置扭曲 （ｌｎｄｉｓｔ＿ｋ） 作用于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作

用机制， 进而使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ｌｎＴｅｃｈ）、 企业集聚经济效应 （ｌｎＡｇｇＭ） 等作用于国内中间品效率 （ ｌｎφ） 和国内

中间品种类 （ｌｎＩＤ）①， 进而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影响的机制。 表 ２ 报告了并行中

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 ３ 报告了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

表 ２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并行中介效应检验

项目 中介变量为 ｌｎ ｃ′ 中介变量为 ｌｎｄｉｓｔ＿ｌ 中介变量为 ｌｎｄｉｓｔ＿ｋ

方程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ｃ′ ｌｎＤＶＡＲ ｌｎｄｉｓｔ＿ｌ ｌｎＤＶＡＲ ｌｎｄｉｓｔ＿ｋ ｌｎＤＶＡＲ

ｌｎｄｉｓｔ＿ｓ 　 －０􀆰 ０８４２∗∗∗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５７２∗∗∗ 　 －０􀆰 ００７３∗∗∗ 　 ０􀆰 ０４９６∗∗∗ 　 －０􀆰 ００８５∗∗∗

（－３􀆰 ５６） （－８􀆰 ６６） （４􀆰 １６） （－２􀆰 ９５） （２􀆰 ７１） （－３􀆰 １４）

ｌｎ ｃ′ －０􀆰 ０２１９∗∗∗

（－３􀆰 ２８）

ｌｎｄｉｓｔ＿ｌ －０􀆰 ０３２２∗∗

（－２􀆰 ３７）

ｌｎｄｉｓｔ＿ｋ －０􀆰 ０２３７∗∗∗

（－３􀆰 ５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８２ ６３７ ８２ ６３７ ８２ ６３７ ８２ ６３７

Ｒ２ ０􀆰 ０５４２ ０􀆰 １１７５ ０􀆰 ０７３５ ０􀆰 ０９８２ ０􀆰 ０６９３ ０􀆰 １０２２

表 ２ 中中介变量为企业平均成本 （ ｌｎｃ′） 时， 第 （１） 列估计结果说明土地资

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显著降低了企业平均生产成本； 第 （２） 列结果说明了

企业平均生产成本上升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进一步地， 第 （１） 列

ｌｎｄｉｓｔ＿ｓ 和第 （２） 列 ｌｎｃ′ 的系数乘积与第 （２） 列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异号， 说明存在遮

掩效应， 即土地资源错配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产生

了促进作用， 遮掩了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负向影响。
将中介变量更换为企业劳动力配置扭曲 （ ｌｎｄｉｓｔ ＿ ｌ） 与企业资本配置扭曲

（ｌｎｄｉｓｔ＿ｋ） 时， 第 （３） 列和第 （５） 列显示土地资源错配显著加剧了企业劳动力

及资本配置扭曲程度。 第 （４） 列和第 （６） 列结果说明企业劳动力配置扭曲与资

本配置扭曲程度提高均会阻碍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第 （４） 列和第 （６） 列中，
土地资源错配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且第 （３） 列 ｌｎｄｉｓｔ＿ｓ 和第 （４） 列 ｌｎｄｉｓｔ＿ｌ 的系

数乘积与第 （４） 列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 第 （５） 列 ｌｎｄｉｓｔ＿ｓ 和第 （６） 列 ｌｎｄｉｓｔ＿ｋ 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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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乘积与第 （６） 列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符号均为负， 说明企业劳动力配置扭曲和资本

配置扭曲在土地资源错配影响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印证了土地资源错配通过加剧其他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进而抑制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

升的作用机制。

表 ３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的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 ｌｎφ 中介变量为 ｌｎＩＤ

方程类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Ｔｅｃｈ ｌｎＡｇｇＭ ｌｎφ ｌｎＤＶＡＲ ｌｎＴｅｃｈ ｌｎＡｇｇＭ ｌｎＩＤ ｌｎＤＶＡＲ

ｌｎｄｉｓｔ＿ｓ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５４７∗∗∗ 　 －０􀆰 ０１２９∗ 　 －０􀆰 ０２９８∗∗∗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６４０∗∗ －０􀆰 ００８１
（－３􀆰 ０４） （－２􀆰 ４５） （－４􀆰 ５７） （－１􀆰 ７１） （－３􀆰 ０４） （－２􀆰 ４５） （－２􀆰 ５２） （－０􀆰 ９４）

ｌｎφ
０􀆰 ０４１８∗∗

（２􀆰 ２３）

ｌｎＩＤ
０􀆰 ０３８３∗∗∗

（２􀆰 ９８）

ｌｎＴｅｃｈ
０􀆰 ０３８０∗∗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４０１∗∗∗ ０􀆰 ０２１１∗

（２􀆰 ０４） （１􀆰 ９７） （３􀆰 ６５） （１􀆰 ７５）

ｌｎＡｇｇＭ
０􀆰 ０４１６∗∗ ０􀆰 ０１５９∗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１６９∗∗

（２􀆰 ４４） （１􀆰 ８７） （４􀆰 ６４） （２􀆰 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Ｒ２ ０􀆰 ０９３０ ０􀆰 １００８ ０􀆰 １０３２ ０􀆰 １０７９ ０􀆰 ０９３０ ０􀆰 １００８ ０􀆰 ０５４１ ０􀆰 １０８４

表 ３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①显示， 土地资源错配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水平

和空间集聚效应。 当中介变量为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 （ ｌｎφ） 时， 第 （３） 列显示

企业创新水平 （ ｌｎＴｅｃｈ） 的提高和空间集聚效应 （ ｌｎＡｇｇＭ） 的发挥有助于提升企

业中间品效率。 第 （４） 列中企业国内中间品效率的参数估计显著为正， 表明土地

资源错配通过降低企业创新水平和空间集聚效应， 进而降低企业中间品效率， 并最

终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抑制作用的链式中介效应得到印证。 第 （４） 中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显著为负， 且第 （１）、 （２） 列中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分别与第 （３） 列中 ｌｎＴｅｃｈ、
ｌｎＡｇｇＭ 的系数以及第 （４） 列中 ｌｎφ 的系数乘积符号和第 （４） 列中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

符号一致， 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即土地资源在工业领域的偏向性配置通过降低

企业创新水平和空间集聚效应， 降低了企业中间品使用效率， 进而显著抑制了企业

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当中介变量为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数 （ ｌｎＩＤ） 时， 第 （７） 列结果显

示企业创新 （ｌｎＴｅｃｈ） 和空间集聚 （ ｌｎＡｇｇＭ） 水平提升均显著增加了企业可获得

的国内中间品种类。 第 （８） 列中企业可获得的国内中间品种类数增加显著提高了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从而有助于提升本土企业国际贸易利得。 可见， 存在土地资源错

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和空间集聚效应进而降低企业国内中间品种类数， 并最终阻碍

８２１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

①或者表 ３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的中介效应。 第 （５）、 （６） 列中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分别与第

（７） 列中 ｌｎＴｅｃｈ、 ｌｎＡｇｇＭ 的系数以及第 （８） 列中 ｌｎＩＤ的系数乘积符号和第 （８）
列中 ｌｎｄｉｓｔ＿ｓ 的系数符号一致， 但第 （８） 列中土地资源错配的系数并不显著， 说

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即土地资源错配通过抑制企业创新和空间集聚降低了企业国

内中间品种类数， 从而阻碍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五、 进一步分析

（一） 基于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的进一步分析

由于地方政府增长竞争及财政最大化是导致土地资源错配进而抑制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提升的重要原因， 本部分进一步在式 （６） 中引入地方政府增长竞争、 财政

最大化与土地资源错配的交互项， 以探讨二者对制造业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协同影

响。 我们通过手工搜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目标数据，
用每个城市年初的经济增长目标与该城市所在省份增长目标的比值 （Ｔａｒｇ） 来衡

量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程度。 除此以外， 本文还用商住土地出让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

来表示地方政府为实现财政最大化而通过偏向性配置土地来实现的财政收入份额

（Ｃｚｍｘ）。 本文使用网络爬虫技术得到的每笔商服和住宅类土地出让价款进行加总

得到城市层面的商住土地出让收入数据， 然后计算其与 ＧＤＰ 的比重。 表 ４ 的第

（１） — （４） 列报告了引入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指标后的估计结果。

表 ４　 基于增长竞争、 财政最大化和土地市场化的进一步分析

项目

基于增长竞争的
进一步分析

基于财政最大化的
进一步分析

基于土地市场化的
进一步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ｄｉｓｔ＿ｓ 　 －０􀆰 ０１６２∗∗∗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０８４∗∗

（－９􀆰 ５７） （－８􀆰 ０６） （－２􀆰 ５３） （－１􀆰 ９７）

ｌｎＴａｒｇ －０􀆰 ０３４７∗∗∗ ０􀆰 ０１６９
（５􀆰 ２４） （１􀆰 ５３）

ｌｎＴａｒｇ×ｌｎｄｉｓｔ＿ｓ －０􀆰 ０４３９∗∗∗

（－５􀆰 ７２）

ｌｎＣｚｍｘ －０􀆰 ０３１７∗ －０􀆰 ０１４４
（－１􀆰 ８０） （－０􀆰 ５２）

ｌｎＣｚｍｘ×ｌｎｄｉｓｔ＿ｓ －０􀆰 ０３２７∗∗

（－２􀆰 ００）

ｌｎＬＭＳ ０􀆰 ０２２５∗∗∗

（６􀆰 ８３）

ｌｎＬＭＡ ０􀆰 ０２１１∗∗∗

（４􀆰 ９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９２ ０３６ ８９ ９０８ ８９ ９０８

Ｒ２ ０􀆰 ０９３５ ０􀆰 １００３ ０􀆰 ０８４１ ０􀆰 ０９２２ ０􀆰 ０４４７ ０􀆰 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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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第 （１）、 （３） 列分别报告了加入增长竞争与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占 ＧＤＰ 比

重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土地资源错配的参数估计依然显著为负， 城市间增长竞争程

度以及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的提高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了显著为负

的影响， 说明地方政府增长竞争与财政最大化抑制了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当在第 （２）、 （４） 列中分别加入增长竞争、 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与土地

资源错配的交互项后， 增长竞争、 商住用地出让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与土地资源错配

交互项的参数估计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地方政府之间增长竞争程度的提升和财政最

大化不仅是促使地方政府竞相低价出让工业用地、 导致建设用地错配的重要原因，
而且强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制造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抑制效应。

（二） 基于土地市场化的进一步分析

本部分进一步从土地资源错配的反面即土地市场化角度， 来探讨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影响机制。 如果土地市场化的确显著推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价值攀升， 那么

土地资源错配导致的系列负向影响则可通过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来得到缓解。
本文根据徐升艳等 （２０１８） ［２３］ 的做法， 使用土地招拍挂宗数占土地出让宗数比重

（ＬＭＳ） 和土地招拍挂面积占土地出让面积比重 （ＬＭＡ） 两个指标来衡量土地市场

化水平。 表 ４ 第 （５） 列和第 （６） 列显示， 两个土地市场化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 说明土地市场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进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真实贸易

利得， 证实了土地市场化改革能够通过推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助推制造业价值链

升级。
（三）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异质性分析

１􀆰 基于区域与城市异质性的检验。 根据表 ５ 中基于区域与城市异质性的检验

结果， 土地资源错配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中等及以上城市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的提升， 但未对西部地区、 小城市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明显影响。

表 ５ 　 基于区域与城市异质性检验结果

项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Ⅰ型及以上

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ｌｎｄｉｓｔ＿ｓ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８４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１５２∗∗∗ 　 －０􀆰 ０２７７∗∗ 　 －０􀆰 ００８８

（－４􀆰 ３４） （－１􀆰 ７５） （－０􀆰 ６４） （－１􀆰 ８４） （－ ３􀆰 ０２） （－２􀆰 ０１） （－ １􀆰 ４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８５ ８８３ ４ ４３１ １ ７２２ １２ ９８５ ６３ ６８９ １３ ９４５ １ ４１７

Ｒ２ ０􀆰 ０４９０ ０􀆰 ０１２４ ０􀆰 ０３８６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５４２ ０􀆰 ０４０８ ０􀆰 ０４０１

２􀆰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检验。 根据表 ６ 中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土地资

源错配显著降低了各类贸易类企业、 外资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出口 ＤＶＡＲ， 但对国有

企业尚未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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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项目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ｄｉｓｔ＿ｓ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３９８∗∗∗ 　 －０􀆰 ０３５２∗∗∗ 　 －０􀆰 ００７１∗ 　 －０􀆰 ０２５３∗∗∗ 　 －０􀆰 ０３８２

（－３􀆰 ９６） （－２５􀆰 ８２） （－１２􀆰 ７７） （－１􀆰 ８３） （－５􀆰 ７７） （－１􀆰 ４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７ ６０１ ３５ ０１７ ３９ ４１８ ３５ ２２８ １６ ７３２ ６２４

Ｒ２ ０􀆰 ０２５３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２００ ０􀆰 ０３５０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６６３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土地作为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以及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

来源和保障， 其配置方式与配置效果势必通过对制造业企业生产出口行为， 进而对

企业出口 ＤＶＡＲ 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从土地资源配置这一新视角出发来解释 “中
国制造业快速扩张与出口附加值低端锁定长期并存” 的现实困境， 为该领域研究

提供了新的证据。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３ 年 ２７７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 中国土地市场

网土地交易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 分析了土地资源错配对

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制， 得出如下结论： （１）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配

置存在明显的工业偏向性， 从而使得工业用地呈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错

配特征。 （２） 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 且该结论

在进一步更换测度指标、 考虑极端值与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 （３） 土地资源

错配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抑制效应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 抑制企业技术

创新、 弱化集聚效应以及加剧劳动力、 资本等要素配置扭曲等机制而产生的综合作

用的结果。 （４） 地方政府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进一步强化了土地资源错配对企

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 而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则有助于企业出口国内附

加值率的提升。 （５） 土地资源错配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

质性特征， 依赖于企业贸易类型、 企业所有制类型以及企业所在地区及所在城市等

级等方面。
本文结论对于依托土地资源配置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进而促进中国制造

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１） 由于地方政府的土地供应

行为是土地资源错配的根源， 因而要转变现有官员干部考核体系， 打破 “唯 ＧＤＰ
论” 的桎梏， 强调城市发展质量与长远发展前途而非过分重视城市短期经济利益

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 以扭转地方政府将城市建设用地过度配置于工业领域的倾

向。 （２） 进一步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 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

作用， 通过市场主导、 政府引导， 促进建设用地在不同产业和用途间优化配置。 目

前， 在建设用地配置的多数领域， 市场化的 “招拍挂” 出让方式尽管已经占了主

导地位， 但政府依然可以利用自身在土地一级市场中的绝对支配权干预土地供给，
使其向着有利于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配置。 从这个意义上说， 深入推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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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改革， 需要在土地一级市场中进一步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地位， 而地方

政府的作用则主要在于纠正土地配置中的市场失灵部分， 引导土地资源向着市场效

益最大化的方向配置， 以此扭转土地资源偏向性配置趋势， 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

率， 促进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价值链环节攀升。 （３） 应针对不同地区与不同规模城

市采取差异化的土地资源配置策略。 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和大城市而

言， 应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 以市场化导向促进建设用地有效配置和集聚效应的充

分发挥， 依托经济规模和市场化优势继续推动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提升； 对于中

部地区和中等城市而言， 应着力创新土地使用机制， 促进有限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

利用， 利用城市建设用地的合理配置增强企业技术创新空间、 提升产业集群发展质

量， 使技术创新和集聚效应成为促进制造业企业附加值提升的重要推动力量。 对于

西部地区和小城市而言， 在吸引企业投资、 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应培育更多有利因

素， 充分挖掘并依靠当地优势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宜发展的特色产业， 依据特色产业

发展规律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 培育产业发展环境、 提高产业承接质量、 壮大

产业发展基础， 并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合理规划、 使用城市建设用地， 从而实现

“地尽其用”， 提升制造业竞争力、 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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